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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80周年。当硝烟散尽，历史深处依然回荡着激昂的旋
律———那是抗战年代响彻神州大地的救亡歌声，是唤醒千
万民众奔赴战场的惊雷，更是连接中国战场与世界反法西
斯阵线的无形纽带。在这场民族救亡的雄浑交响中，被誉
为“天下无人不识刘”的刘良模，以其非凡的智慧、坚定的
信念与炽热的爱国情怀，将音乐锻造成抗击侵略、凝聚民
心的锋利武器，谱写了一曲“以歌为戈，心系祖国”的壮丽
史诗。

沪江启蒙院从青年学子到救国先驱
刘良模 1909年生于上海，1928 年考入沪江大学社会

学系。该校首任华人校长刘湛恩提倡“为国家争人格，为
民族争生存”的信念，深刻影响了刘良模。“九·一八”事变
后，他毅然投身抗日洪流，组建“自强团”，疾呼“为国家吃
苦甚至死亦在所不计”，并在青年会教唱歌曲。1932年，
他进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以社会活动践行救
国理想。

1935年“一二·九”运动掀起救亡歌咏浪潮。1934年冬，
刘良模在上海创办“民众歌咏会”，明确提出“我们不是为唱
歌而唱歌，我们是要为民族解放而唱歌”。开始有 90人，数
月后 300余人，礼堂座无虚席。他宣言：“我们不为唱歌而唱
歌，为民族解放而唱歌。”他推行“小先生制”：学员学成后回
校、厂、店再传，呈几何级扩散；《青年歌集》收《义勇军进行
曲》等 49首战歌，七次再版，销售逾万册；《民众歌咏 ABC》
成运动手册；他填词的第一首歌《救中国》，以“救、救、救中
国，一齐向前走”的铿锵节奏，唤醒民众民族意识。

歌声抗敌院从上海街头到全国战场
1936 年，刘良模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

领唱《义勇军进行曲》，并当选执委。同年 6 月 7 日，他在
西门公共体育场组织千余人歌咏大会，吸引 5000 多名
群众。面对军警包围，他登上高凳领唱，高呼“大家都爱
国，都要抗日！”最终军警与民众唱成一片，《立报》称现
场“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口”，群众高唱战歌上街。这场
活动使刘良模和歌咏会声名大振，此后他被沈钧儒先生
称为“救国会的拉拉队长”，但也招致打压，歌咏会最终
被迫停止。然而火种已燃遍全国，广州、南京等地纷纷成
立歌咏组织。

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良模担任青年会“军人服务
部”京沪支部主任，将歌咏火种播撒前线。他在苏州创设“伤
兵俱乐部”，在郑州创作《打日本歌》，在长沙组建“难童歌咏
队”，在金华训练“歌咏轻骑兵”，深入学校、工厂、田间甚至
组织小贩、盲艺人唱歌。1939年，周恩来视察新四军时专程
看望他们，高度赞扬其以歌咏启发群众爱国热情，并将军人
服务部作为通往新四军的联络站。刘良模以“歌咏 +服务”
模式，成为温暖兵心、激励民气、巩固统一战线的坚强堡垒。
1939年夏，因与新四军交往密切，刘良模被国民党逮捕，经
斡旋获释后，于 1940年被迫赴美。

声震寰宇院抗战歌曲传遍世界
在美国期间，刘良模组织“华侨青年合唱团”，通过电台

播送《义勇军进行曲》。经林语堂介绍，他结识美国黑人歌唱
家保罗·罗伯逊。罗伯逊深受歌曲震撼，称“起来！不愿做奴

隶的人们”唱出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心声。1940年夏，罗
伯逊在音乐会上首次公开演唱此曲。1941至 1942年，两人
合作录制英文版《Chee Lai! (Arise!)》，并于 1942 年灌制唱
片《起来！新中国之歌》，收入全部捐献中国抗战。罗伯逊此
后每场音乐会将中英文《义勇军进行曲》作压轴，观众高呼
“March On”。

《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反法西斯共同语言：太平洋战
场，美军陆战队把《义勇军进行曲》编入军歌集；法国抵抗
组织将《马赛曲》歌词填入此曲的旋律，在抵抗运动中传
唱；开罗会议期间，犹太抵抗组织在华沙废墟唱起波兰语
版《起来》。

1945 年联合国制宪大会上，各国代表合唱此曲，庆祝
胜利。二战胜利日，美国电台向全球播放中国凯旋之歌———
《义勇军进行曲》。

破晓新声院力荐叶义勇军进行曲曳为国歌
1949年 8月，刘良模应周恩来邀请回国出席新政协。9

月 25日，距开国大典不足一周，国歌选定遇阻时，他在协商
座谈会上发言指出，《义勇军进行曲》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产
生，得到人民广泛认同，足以媲美《马赛曲》，建议作为新中
国国歌。毛泽东、周恩来采纳其建议，强调歌曲的历史警示
意义。9月 27日，全国政协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
歌。10月 1日，刘良模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该曲首次作
为代国歌奏响。

新中国成立后，刘良模历任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
委、上海市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
动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侨联副主席等职。虽然工作重心转
移，但他推广爱国歌曲的热情未减，仍时常受邀指挥《义勇
军进行曲》等爱国主义歌曲的大合唱。1988年，刘良模在上
海逝世。

刘良模以歌咏为武器，为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他推
动救亡歌咏运动，用歌声唤醒民众爱国热情，鼓舞军民抗战
士气。刘良模的爱国主义精神超越时代，凝聚于民族复兴的
共同目标。当旋律再次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抗战的呐
喊，更是一个民族永不停歇的“前进”之声。

渊作者系民盟市委研究室二级调研员冤

理解民盟抗战贡献的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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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
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民
族力量共同抗争的结果。在日寇侵
略、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民盟作为
中间政治力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为
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重
要贡献。

民盟是团结抗战的坚定维护者

1938 年，毛泽东在对陕北公学部
分毕业学员作临别讲话时，提出了
“中国的团结 + 世界的援助 + 日本国
内的困难 = 中国的胜利”这一著名的
抗战公式。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蒋介石的抗日态度日趋消极，并掀起
反共高潮，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
危机。

国共两党团结合作是保障抗战胜
利的重要条件。黄炎培即言，“欲求抗
战的胜利，须得每一个人努力于抗战
条件的增进，最重要的胜利条件是什
么? 就是全国一致精诚团结”。面对国
民党的分裂行为，张澜曾当面质问蒋
介石：“共产党抗日是好事，为啥子要
反它？恨它？还成立啥子防共委员会，
这岂不是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吗？”1939年 10月，统一建国同志会成
立，其成立初衷即“鉴于国共不协，隐
忧实大”，故“结合国共以外之各党派
暨在野人物，进以求全国之团结抗敌，
退亦将抑止内战”。

1941 年，面对“皖南事变”引发的
国共危机，黄炎培指责国民党“当局如
此措置绝对错误”，沈钧儒认为“任何
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卑劣行为，都是
违背人民的意愿的”，呼吁“要团结抗
日，反对分裂”。统一建国同志会在发
出谴责国民党分裂行径之声的同时，

要求“国民党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
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撤销
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
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与此同
时，他们以参政员名义奔走于国共之
间展开斡旋。在中共的坚决斗争、民主
党派的调解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之下 ,
蒋介石承诺“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
事”，国共关系趋于缓和。有感于“眼前
最切之要求为加强国内团结”，黄炎
培、张澜等人以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
础，联合“三党三派”及其他社会贤达
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伊始的
民盟，即将“加强国内团结”列为其十
大纲领之一，并为之奔走呼吁。

面对敌强我弱的抗战现实，只有最
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
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战时期民盟
始终努力沟通国共歧见，化解国共矛
盾，推动国共合作。民盟是团结抗战的
坚定维护者，此亦是其为抗日战争的最
终胜利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民盟是抗战宣传的重要力量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面对日本
的全面侵华，国内不少人持悲观论调。
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丧，
国人更是被悲观主义所笼罩。在抗战
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的抗战意志力
面临巨大的考验，让民众始终葆有抗
战意志与必胜信念，是抗战取得最终
胜利的重要条件。

1938年 10月, 汪精卫在重庆公开
发表“非和平即亡国”的言论，之后又称
国民政府应以日本所提三原则为基础
进行和平谈判。对于汪精卫的公开叛国
投敌，民盟先贤予以强烈谴责。1939年
1月 3日，张澜会同黄炎培等发表《讨汪

通电》，称“惟愿吾全国同胞，认清利害，
坚定意志”；同年 9 月 2 日，在接受《新
蜀报》记者专访时，张澜再次声讨汪精
卫，“汪逆本身已经是臭得令人作呕
了”；胡愈之接连发表《谨防疫病》《“寻
求与国与团结民众”质疑》，呼吁国人与
妥协投降的逆流展开坚决斗争。正是在
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方的强烈呼声中，国
民参政会在汪精卫叛国 10个月后通过
了《声讨汪逆兆铭案》。

与“妥协投降论”斗争的同时，民盟
先贤积极创办抗日刊物，宣传抗日与民
主。1938年 7月 7日在汉口创刊的《全
民抗战》，系由沈钧儒主持的《全民周
刊》与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合并
而来，其以“巩固全国团结，提高民族意
识，灌输抗战知识”为宗旨，注重贯彻
“全民动员，抗战到底”的基本主张；

1944年 12月，民盟云南省支部创办《民
主周刊》，大力宣传团结抗战、民主进步
的思想。除此之外，民盟先贤还以笔为
武器，坚定民众抗战的信心。1938年，沈
钧儒在《血路》上刊发《如何使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阐述全民团结抗战的要义；
1939年，潘光旦先后发表《抗战的民族
意义》《抗战与选择》，阐述坚持抗战的
必要性及其可能性。

民盟先贤对于中共的积极抗战亦
不断予以宣传报道。胡愈之阅读埃德
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后，深感此
书价值之大，遂四方奔走，组织翻译，并
为出版此书专门成立“复社”。在其努力
下，中译本不到四个月即问世，并取名
为《西行漫记》。曾担任外交部部长的黄
华就中译本的出版如是言道，“《西行漫
记》的出版打破了国民党 10年的新闻
封锁，揭穿了它的造谣诬蔑，打开了人
民的眼界，而且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反

抗侵略的斗志”。1944 年夏赵超构随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访延安。在延
安的一个多月，他在重庆、成都两地的
《新民报》上以长篇通讯的形式全方位
介绍陕甘宁边区。连载结束后，即以《延
安一月》为题结集出版单行本。毛泽东
读后称，“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
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1945年 7
月，黄炎培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
安。回重庆后，他写下《延安归来》，并于
同年 8月在重庆国讯书店出版，此书以
“延安归来答客问”和日记摘录形式记
录延安见闻，成为大后方备受瞩目的畅
销书。

抗战中的民盟先贤以笔为武器，为
坚持抗战鼓与呼，鼓舞民众抗日信念；
与此同时，积极宣传抗日主张，使其为
国统区民众所了解，与中共抗日主张相
呼应，由此放大抗日之声。就此而言，抗
日宣传是理解民盟在抗战中的贡献所
不可忽视的又一重要维度。

民盟是民主抗战的生力军

早在“七七事变”前，中国共产党
就提出“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
而如果“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
我们也一定会胜利”。社会变革是保证
民族觉醒的激励机制，是持久抗战的
动力所在。没有社会变革的有效进行，
就无法形成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坚
强意志，持久抗战只能是一句空话。抗
日与民主实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
保证”。因此，抗战与社会变革同步同
向成为包括民盟在内的中间党派的普
遍期待与追求。
早在成立之始，救国会就提出实行

“民主制度”和“救国政策”。1941年，中
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其政治主张为

“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
内团结”。《光明报》在社论《中国民主政
团同盟的成立》中明确称中国民主政团
同盟旨在通过言论与理论“培养起来中
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因为“只有民主
势力培养起来，才能奠定国内的永久和
平”。正是基于对民主与抗战关系的认
识，民盟始终以推动民主为己任，投身
对民主的追求之中。1939年 9月，在国
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民盟先贤即
与中国共产党一道要求国民党结束党
治，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
政；1941 年 11月，在国民参政会二届
二次会议上 , 民盟参政员张澜、左舜
生、罗隆基等人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
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再次要求
国民党立即结束训政，实施宪政；1943
年 9月，面对蒋介石所作的“战争结束
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的
许诺，张澜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
治》，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 , 结束
党治”；1944年 5月, 民盟在《对目前时
局的看法与主张》中尖锐指出国民党一
党专政下的国家“是一个十足的反民主
的国家”，强烈要求国民党“放弃十余年
来的特殊地位”。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中共所提
出的“联合政府”主张，民盟予以积极
的回应。1944 年 9 月 15 日，中共代表
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
提出“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
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
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对于中共的这一倡议，章伯钧慷慨陈
词：“只有立即召集国民会议，实行联
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1944 年 10
月 10 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
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结束国民党

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府。
对于中共与民盟的呼吁，蒋介石声言，
“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 , 政府不能违
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
任，和最后的决定权，移交给各党各
派，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理论与事实
两不容许的局面”。对此，民盟发言人
提出“国民大会开会之日，应即为国民
党党权暂告结束之时”。民盟在《对时
局宣言》中，更是要求从速召开各党派
和无党派政治性会议 ,“务使最短期
内，达成改组举国一致政府之目的，以
餍民望！以利国家！”
张澜曾言：“我们的中心主张，如

前所说，一向就是民主、团结、抗战三
层。而其中尤以民主一层为中心的中
心。因为我们相信，中国如不实行民
主，任何政治问题、党派问题、经济问
题、物价问题、抗战问题、军事问题以
及一切社会教育文化问题，必都不能
圆满解决。”如其所言，抗战时期的民
盟或创办刊物宣传民主，或以国民参
政会为阵地，在国统区掀起一次又一
次的民主运动高潮，因此被中国共产
党称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由
此而言，民主既是民盟的追求，亦是理
解民盟抗战贡献的重要维度。

80年后的今天，抗日的硝烟早已散
去，回望那段历史，我们依然能感受到，
当侵略者的铁蹄踏碎家园，民盟以“宁
为玉碎”的决绝共赴国难。我们应接续
民盟先贤在血与火中所淬炼出的信念
之光与担当精神，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的
伟大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
献智慧和力量。

渊作者系民盟市委学习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尧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冤

后人忆先贤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沈钧儒
荫沈铱

今年恰逢我曾伯祖父沈钧儒先
生诞辰 150 周年。回望历史，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已是
56 岁的年纪。这场战火深深触动了
他，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
的壮烈场景，让他深受感染。他毅
然决然地投身到抵抗外来侵略的
洪流之中。

他积极鼓励并支持上海法学院
的学生投身抗日救国工作，例如支持
“上海法学院社会科学社”派代表参
加由上海 19所大专院校学生发起组
织的“上海大学生联合会”。同年 9月
25日，他在给儿子的信中痛陈国难，
认为日本侵略使国家尊严扫地，痛苦
堪比亡国，同时他也对学生运动提出
了中肯建议，认为停课哀悼应有期
限，最终目的在于研究挽救办法。同
年 10月 27日，他与长子沈谦一同署
名，与其他 200余名教授联合致电国
民党“宁粤和平会议”委员，明确要求
准备对日作战，组织国防政府，并尊
重人民权利。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
发，他迅速组织上海法学院师生及其
他院校学生组成学生义勇军，投身救
护伤兵、慰劳将士工作。他多次亲赴
前线慰问将士，参与上海律师公会募
捐。他还搜集日军暴行证据，编印成
册揭露日军罪行。

同年 1月 31日，他联合上海 81
个救国团体，共同组建“上海各团体救
国联合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
日”等口号，号召全国人民为“民族生
存、国家独立”而奋斗，点燃上海各界
救国热情。联合会开展抗战募捐、宣传
等活动，开设难民收容所，创办刊物。
他积极发表宣言和通电宣传抗日主
张，如与章士钊等联名通电要求国民
政府制定对日持久战策，联合会也多
次发表宣言，激发民众抗日斗志。

3月，国民政府准备与日议和，
他代表救国联合会会晤谈判代表，坚
决主张日军不撤不谈，但 5月《淞沪
停战协定》仍签订，他立即发表宣言
反对并提出原则。

他还多次领导“一·二八”淞沪抗
战纪念活动，将救亡行动转为群众运
动，极大激发民众抗日热情，为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推动民主政治
发挥重要作用。这些行动展现了他坚
定的爱国立场和卓越的组织领导能
力，为民族独立和民主进步做出重要
贡献。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企
图分裂华北。民族危亡之际，他与邹
韬奋等七位进步人士，在上海发起成
立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
此基础上，1936年 5月 31日，来自
全国 20 余省市 60 多个救亡团体齐
聚上海，正式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
联合会”。他主张超越党派阶层，广泛
团结知识分子、工商界、学生及工人
阶级。他奔走演讲，揭露日军侵略野
心与国民政府妥协政策，宣传爱国思
想，强调团结御侮。

救国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主张与中共在 1935 年“八一宣
言”中提出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政策高度契合。他敏锐地
认识到这一点，主动与中共代表多
次接触，深入交换意见，并公开表示
坚决支持中共的主张。他的言行不
仅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和青
年学生中激发了强烈的共鸣，形成
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也促使国
民党内部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反思，
认识到团结抗日不仅是民心所向，
更是国家存亡的关键。这种跨党派
的共识，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救国会的活动触动了当时国民

党当局的神经。他们视救国会的抗日
主张为对其统治的威胁，开始对救国
会成员进行打压。1936 年 11 月 22
日晚，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
下，国民党当局突然在上海逮捕了他
和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
造时、章乃器七位救国会领袖，制造
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身陷囹圄，却在狱中展

现了非凡的气节与智慧。作为年长且

具精神领袖地位的沈钧儒，始终保持
着乐观与坚定。面对法庭，他慷慨陈
词，据理力争，用“爱国何罪”的铿锵之
语回击国民党当局的诬陷。“七君子”
坚强不屈的斗争，得到了中国共产党
和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响应和支持，
使“救国无罪”的理念深入人心。

1937年 11月上海沦陷后，沈钧
儒辗转武汉、重庆等地，继续领导救
国会工作。他始终秉持坚持抗战、维
护国内团结、反对妥协投降的坚定立
场，与各民主人士密切合作，为推动
抗战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1941年 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在重庆秘密成立时，他虽然是主要创
议人之一，但并没有立刻率救国会加
入。这并非犹豫，而是一种政治智慧。
因为他和救国会同中共关系密切，为
了避免过早引发国民党当局的打压，
采取了更为谨慎的策略。直到 1942
年，时机成熟，他才率救国会加入中
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 9月，中国
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沈钧儒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中
央常务委员。之后，他把主要精力投
入到民盟的团结抗日力量、争取民主
政治的活动里，继续与中国共产党紧
密合作。

沈钧儒用行动有力地证明了爱
国不分党派，救国必须团结。这种
为了民族大义而超越党派界限的
精神，也为后来他带领民盟逐步放
弃中间路线，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
产党的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携
手合作，最终建立起巩固的爱国统
一战线，埋下了重要的思想与实践
伏笔。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曾伯祖父沈

钧儒先生在 1945年 9月写下的一首
诗：野歌颂今逢胜利年袁官厨行炙杂芳
鲜遥 前方血汗农家泪袁愧对当筵食万
钱遥 冶这首诗，既是对胜利的礼赞，更
是对历史的警醒，提醒我们永远不要
忘记胜利的代价。

渊作者系沈钧儒先生曾侄孙女尧
民盟经信委员会经信总支副主委冤

歌为战鼓：刘良模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荫刘友梅

▲刘良模指挥 5000 人同唱抗日救亡歌曲

编者按院抗战时期袁民盟作为中间政治力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袁始终坚定维护团结
抗战袁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尧宣扬抗日之声袁力主实行民主政治遥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之际袁我们特别刊发三位盟员撰写的专题文章袁一
同回顾民盟为抗战作出的重要贡献遥


